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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识别人工智能商业化逻辑与机制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企业的内外部要素条

件存在差异,其商业模式创新目标与路径应有所区别。 本文基于 35 家人工智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必要条件分析

(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探索性研究引致高水平或低水平颠覆型商业模式创新、高水平或低水

平完善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多元前因组合。 研究结果显示:(1)高水平颠覆型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包括内因主导、外因

引导和联合驱动三种类型,高水平完善型商业模式创新存在内因主导和联合驱动两种类型;(2)良好的制度环境是

高水平商业模式创新不可或缺的条件;(3)技术创新不足更可能引致高水平颠覆型商业模式创新,高技术创新在完

善型商业模式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4)驱动因素的匹配关系和差异化模式选择是决定商业模式创新结果的关键,

因素间存在替代关系。 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选择以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具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商业模式创新　 颠覆型　 完善型　 定性比较分析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F27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5-0003-18

　 　 一、问题提出

作为一种新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着力点,赋能各行各业,加快发

展人工智能产业是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一环[1] 。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

网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不断打破行业壁垒,冲击既有创业逻辑和包括商业模式在内的各种商业活动[2] ,
推动企业整合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活动,不断创新商业模式,进而形成自身的竞争优

势[3] 。 新技术的出现颠覆了管理者认知,激发了新兴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无论是老牌企业还是初创企业都

面临着商业模式老化甚至扭曲等问题,必须不断地调整、革新自身商业模式。 总体来看,基于创新焦点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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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异,商业模式创新(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BMI)被划分为颠覆型 BMI 和完善型 BMI。 其中,颠覆型

BMI 聚焦于市场创新,是指变革原有价值创造体系,甚至涉及行业规则重大调整的高程度创新模式;完善型

BMI 聚焦于产品、服务、流程、技术,是基于现有商业逻辑,微调和改进交易结构和规则的低程度创新模

式[4] 。 不同企业面临的市场情境存在差异,资源能力、技术研发等自身条件也有区别,故不同企业商业模式

创新目标与路径大不相同。 企业亟须明晰不同类型 BMI 的驱动因素和路径,依据自身优势,选择切实可行

的 BMI 类型。
然而,现有研究对 BMI 类型与驱动因素二者的关系分析不足,且大多集中于单个驱动因素对 BMI 的净效

应分析,或侧重于企业外部因素,如价值网络、产业政策等,或侧重于企业内部因素,如高管团队、资源能力等,
鲜少考虑内外部因素的组合效应对不同类型 BMI 的影响[5] ,也缺乏对多驱动因素间替代作用的探索。 因此,哪
些驱动因素是以及多大程度上是产生高水平或低水平 BMI 的必要条件? 如何组合将会引致高水平或低水平颠

覆型 BMI? 如何组合将会引致高水平或低水平完善型 BMI? 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复杂系统性问题。 而综合运

用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有助于更为系统和细致地解决复杂系统中存在的必要和充分两类因果关系问题,如杜运周

等(2022)结合 fsQCA 和 NCA 方法分析了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间的复杂关系[6] 、郝政等

(2022)运用 fsQCA 和 NCA 方法探析了创业生态系统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复杂因果机制[7] 。
综上所述,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 NCA 与 fsQCA 方法探索不同类型 BMI 的多

重驱动因素和多元驱动路径。 本文的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在于:(1)丰富 BMI 前因研究,为 BMI 差异化策

略提供组态理论视角;(2)拓展 BMI 类型学研究,探究高水平或低水平颠覆型以及完善型 BMI 的多元路径;
(3)为人工智能企业实现 BMI 差异化目标、路径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4)研究方法与结论对其他领域企业选择合适的 BMI 类型与路径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与借鉴

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BMI 类型

商业模式是跨越焦点厂商边界的一个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揭示商业单元(组)如何为顾客创造价值并

从中捕获价值的逻辑和方式[8] 。 作为非技术生态位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是对企业活动的完全重新配置,通

过改变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捕获三个组件来实现[9] 。 BMI 类型学研究是近年来组织与创业领域的研

究热点,如陈劲等(2022)基于创新程度差异,将 BMI 划分为颠覆式 BMI 和渐进式 BMI[4] ;佐特和阿米特

(Zott
 

&
 

Amit,2007)从价值创造的视角出发,将 BMI 划分为新奇型 BMI 和效率型 BMI[8] ;罗兴武等(2018)整

合制度理论与商业模式理论,提出开拓性和完善性的商业模式设计主题[10] 。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基于创新

焦点和程度差异,将 BMI 划分为颠覆型 BMI 和完善型 BMI。
为应对技术发展、市场竞争加剧以及所处商业环境的动态变化,克里斯坦森(2019) 提出颠覆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理论[11] 。 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颠覆型 BMI 成为创新和战略管理理论研

究的热点。 这既是后发企业实现跨越式成长的关键方式,又是在位企业积极回应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为
企业转型和捕获竞争优势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12] 。 而完善型 BMI 致力于现有交易结构的稳健创新,能够

持续进行适应性调整,在付出较小代价的情况下实现商业模式的完善和改进[5] 。 因此,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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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径特征对于应对数字世界的无边界性、互联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1. 颠覆型 BMI
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模式,颠覆型创新是指新技术通过革新产品或服务进入低端市场,颠覆顾客认知,

激发市场潜在需求,实现从低端市场到主流市场的突破和颠覆[13] 。 颠覆型 BMI 是企业重构商业逻辑、开辟

新市场以捕获更多利益的彻底变革、不连续的高程度创新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跨越现有市场,重塑消

费者的需求偏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价值,构建以自我为核心的商业生态圈,形成竞争优势,但同时也承担

着高风险和高成本,具有极大的挑战性[11,14] 。
2. 完善型 BMI
完善型 BMI 是指不断完善和调整的连续性低程度创新过程,其可以有效改良或升级现有产品、服务、组

织或流程,并面临较小的机会成本和市场风险,且可以达到维持市场领先地位的目的[15] ,即完善型 BMI 是

企业基于现有商业逻辑,对以前的产品、服务或流程进行完善、重组和调整的连续性低程度创新过程。 企业

不改变当前消费者偏好,仅调整、改良现有企业的交易结构和规则,保留大量的原有价值模块,以此降低不

确定性成本和风险,大大缩短 BMI 周期,因而目标成果见效较快[10] 。
(二)BMI 驱动因素

BMI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中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多种活动相互牵连,因而较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

创新而言,其完成难度更大[16] 。 BMI 是由多因素组合驱动的复杂动态过程,在该过程中,一系列创新活动依

赖于内外部因素的协同作用,难以用简单线性关系捕获[5] 。

如表 1 所示,国内外学者对 BMI 驱动因素的研究关注内、外部两个维度[17-18] 。 (1)内部动因:①治理机制,

组织运营发展都存在一整套规则和制度,以保证企业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活动,涵盖思维、行为和心理惯性[19] 。
良好的治理机制能够提升企业应变和创新能力,推动 BMI。 ②资源能力,指企业捕获、整合和利用资源的能

力[20] 。 作为企业核心要素,资源能力是企业一系列创新活动的基础。 ③技术创新,是以研发新技术为目的或

以先进技术手段及其创造的资源为基础的创新[21] 。 技术创新需要有适配的商业模式才能发挥其商业潜力,提
高可持续性。 (2)外部动因:①市场机会,是创业公司当前目标市场或细分市场的规模,以及一定时期内市场的

发展潜力,创业者需要识别市场机会并将其转化为创业活动[22] ;②价值网络,指企业为创造资源、拓展渠道和交

付货物而建立的价值交换系统[23] ,企业 BMI 会受其价值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的影响;③制度环境,是企业建立并

规范生产、交换及分配活动的基础准则,主要通过影响商业模式合法性推动企业 BMI[10] 。

5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5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3)

　 　 (三)组态视角下 BMI 类型与驱动因素

BMI 是一个复杂的耦合过程,企业内、外部单一驱动因素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其他多重因素的联动反

应[5] 。 BMI 可能受顾客需求、技术革新、环境约束以及治理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8] ,但引致不同类型 BMI
的驱动因素组合可能会有所不同。 例如,在技术革新、企业家精神以及竞争环境变化等因素的驱动下,企业

通过价值主张设计、盈利模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和关键资源能力重塑等方式,构建颠覆型 BMI[28] 。 而完善

型 BMI 主要依靠企业改善现有知识技能,进一步扩展知识,提升现有商业模式的交易结构和内容,优化和改

进技术、工艺、服务和流程等,完善现有商业模式组件,挖掘商业模式内在潜力,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提升

体验价值而实现[14] 。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不同驱动因素的影响净效应,缺乏综合考虑驱动因素组合效

应的研究,且主要集中于驱动因素间的互补关系,较少关注替代关系,因而难以深入挖掘驱动因素与 BMI 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 组态理论基于整体视角,旨在解释复杂系统问题是如何在多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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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模型

的,并考虑引致特定结果的条件之间的互

惠和非线性关系, 强调路径间的等效

性[29] 。 因此,本文基于组态视角,以技术

创新、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
度环境和价值网络 6 个内外部因素为前

因条件,探索多种驱动因素交互引致的高

水平或低水平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路

径,理论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NCA 与 fsQCA 混合的方法

传统数据分析方法(如相关或多元回

归)不适合测试或归纳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30] 。 NCA 和 fsQCA 均可以用来确定单一的必要条件。 其中,
fsQCA 能够识别必要条件,但只能说明单个条件对结果变量而言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而 NCA 可以识别

更多的必要条件,并且能够计算出给定结果所需要的条件水平,即单个条件处于什么水平时才是结果变量

的必要条件。 同时,fsQCA 能够检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6] 。 fsQCA 基于组态比较、布尔代数与集合

理论,关注多个条件变量如何组合才能引致特定现象(结果)发生[31] ,适用于识别引致不同类型 BMI 的充分

和 / 或必要条件的多种组态。 也就是说,NCA 与 fsQCA 混合的方法对系统性解决引致特定结果的复杂前因

条件组合的社会议题具有更大价值[30,32] 。 因此,本文首先通过 NCA 方法分析内外部驱动因素与 BMI 类型

间的必要性关系;其次,通过 fsQCA 方法检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最后,再使用 fsQCA 方法识别驱

动因素与 BMI 类型间的充分性关系,探究何种内外部因素才可能引致高水平 BMI。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如下:(1)根据《中国制造 2025》,人工智能作为

新兴产业,获得国家战略扶持,被政府高度关注;(2)人工智能属于新兴产业,产业阶段性发展分明,不同企

业可能会进行不同类型的 BMI,研究覆盖面广,现实解释力更强;(3)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既有老牌企业,
也有新创公司,有助于综合考虑 BMI 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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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择 2019 年万得(Wind)数据库中的人工智能概念股作为初始企业样本,删除 ST、∗ST 等特殊处理

及退市的公司,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较多的样本,筛选主营业务以及公司简介中涉及人工智能相关概念的

公司,最终得到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 35 家(见表 2)。 样本企业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

(CSMAR)和上市公司企业年报。

表 2　 研究案例的基本情况

编号 股票代码 企业简称 办公地址 主营业务

A1 000977 浪潮信息 济南市 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提供领先的智慧计算

A2 002049 紫光国微 玉田县 集成电路芯片的设计与销售

A3 002065 东华软件 北京市 综合性行业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A4 002073 软控股份 青岛市 橡胶行业应用软件、信息化装备的研发与创新

A5 002152 广电运通 广州市 智能终端、金融智能服务及大数据解决方案

A6 002184 海得控制 上海市 工业软硬件产品、成套系统与工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A7 002226 江南化工 合肥市 智能化民用爆炸业务、新能源业务

A8 002230 科大讯飞 合肥市 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学习推理及自主学习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A9 002253 川大智胜 成都市 军民航空管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领域硬核科技新产品

A10 002298 中电兴发 芜湖市 智慧中国全面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

A11 002362 汉王科技 北京市 智能识别与智能交互技术、智能终端产品

A12 002415 海康威视 杭州市 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

A13 300024 新松 沈阳市 机器人及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A14 300044 赛为智能 深圳市 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轨道交通、智慧城市等新基建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

A15 300078 思创医惠 杭州市 智慧医疗、智慧商业、
 

智慧健康、智慧养老

A16 300188 美亚柏科 厦门市 电子数据取证及大数据智能化业务

A17 300209 天泽信息 南京市 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云计算为客户提供软硬件产品及综合服务

A18 300222 科大智能 上海市 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智能电网终端设备、工业机器人

A19 300223 北京君正 北京市 微处理器芯片和智能视频芯片

A20 300229 拓尔思 北京市 以语义智能为技术主线,开发多个系列的通用平台和行业应用软件产品

A21 300307 慈星股份 宁波市 电脑横机、自动化设备与项目集成、移动互联网业务

A22 300400 劲拓股份 深圳市 电子整机装联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A23 300418 昆仑万维 北京市 移动游戏平台、休闲娱乐平台、科技股权投资等业务

A24 300458 全志科技 珠海市 智能应用处理器系统性芯片、高性能模拟器件和无线互联芯片

A25 300474 景嘉微 长沙市 图形显控、小型专用化雷达、芯片等电子产品

A26 300479 神思电子 济南市 身份认证、行业深耕与人工智能三个梯次的解决方案

A27 300613 富瀚微 上海市 高性能视频编解码芯片、图像信号处理器芯片

A28 600410 华胜天成 北京市 以自主可控技术为基础的云计算综合服务

A29 600570 恒生电子 杭州市 金融科技产品与服务

A30 600728 佳都科技 广州市 智慧轨道交通、智慧城市治理和企业数字化升级

A31 600756 浪潮软件 济南市 电子政务、烟草及其他行业的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

A32 600797 浙大网新 杭州市 智慧云服务、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业务全流程的智能化平台服务

A33 601360 三六零 北京市 互联网和移动安全产品及服务

A34 603019 中科曙光 北京市 高端计算机、存储产品及云计算、大数据综合服务

A35 688088 虹软科技 上海市 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物联网等提供一站式计算机视觉技术解决方案

　 　 (三)变量测量

1. 前因变量

(1)技术创新,借鉴邹彩芬等(2014) [33] 、侯晓红等(2018) [34] 的研究,采用研发投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

过程的投入,具体计算公式为技术创新投入=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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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理机制,借鉴姜付秀等(2012) [35] 、曾萍和宋铁波(2014) [36] 的研究,采用高管股权激励衡量管理

层参与、制定公司决策的积极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股权激励=高管持有股份 / 总股本。

(3)资源能力,借鉴赵凤等(2012) [37]的研究,采用资产报酬率衡量企业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具体计算

公式为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财务费用) / 平均资产总额。

(4)市场机会,借鉴平新乔和周艺艺(2007) [38]的研究,销售增长率是反映企业发展状况、生产状况和能力的

重要指标,可用于衡量企业的市场机会,销售增长率=(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
(5)制度环境,为虚拟变量,沿用学术界认可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当公司本年度所在地区市场化指数大

于所有地区市场化指数均值时取 1,否则取 0[39] 。

(6)价值网络,借鉴张亚新(2018) [40]的研究,价值网络有助于企业和主要供应商增进情感和信任,降低

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本文采用供应商集中度衡量,即前 5 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占总采购额的比例。
2. 结果变量

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是结果变量,为考察各企业 BMI 特征和实际效果,本文借鉴崔友洋等(2019) [41] 的研

究,首先依据上市公司年报,整理出与企业近年的目标战略、重大投资业务、商业模式构建和成型时间以及商业

模式重大战略调整等相关的定性和定量数据。 其次,研究人员根据上述数据,对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量表逐一

打分,打分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1 分代表该指标程度最低(或最不显著),5 分代表该指标程度最高(或最显

著)。 为保证打分结果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本文选取熟悉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异同点的研究者作为评分者,并

采用三角打分方式缩小误差。 最后,对研究者的打分进行信度检验[42] ,当两位评分者的评分超出信度可接受

范围时,再由第三人进行打分,并取可接受范围内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其中,评分信度(k)的计算公式为:

k =
p0 -pc

1 -pc
(1)

式(1)中,p0 为两人评分意见实际一致的概率,pc 为两人评分意见偶然一致的概率。

(1)颠覆型 BMI。 本文采用罗兴武等(2018) [10]开发的成熟量表,颠覆型 BMI 主要包括能否为顾客提供

与众不同的新颖产品、服务或信息;能否带给顾客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容易感知的价值;能否以打破常规的

方式,发现新机会、开拓新市场;是否拥有多种不同于行业中其他对手的营销渠道。

(2)完善型 BMI。 本文采用罗兴武等(2018) [10]的成熟量表,完善型 BMI 主要包括能否经常改良主打的

产品或服务以更好地迎合顾客需求;在市场开拓方面,是否倾向于对市场领先者进行跟随性创新;是否经常

巩固和扩大现有市场的营销渠道;能否以弥补性资产融入外部创新合作网络来减少交易成本。
本文所有变量及测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及测量依据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前因变量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过程投入,研发投入 / 营业收入

治理机制 股权激励,高管持股 / 总股本

资源能力 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财务费用) / 平均资产总额

市场机会 销售增长率,(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

制度环境 虚拟变量,当公司本年度所在地区市场化指数大于所有地区市场化指数均值时取 1,否则取 0

价值网络 供应商集中度,前 5 名供应商的采购额 / 总采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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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结果变量 颠覆型 BMI 1. 为顾客提供与众不同的新颖产品、服务或信息

2. 带给顾客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容易感知的价值

3. 以打破常规的方式,发现新机会、开拓新市场

4. 拥有多种不同于行业中其他对手的营销渠道

完善型 BMI 1. 经常改良主打的产品或服务以更好地迎合顾客需求

2. 在市场开辟方面,倾向于对市场领先者进行跟随性创新

3. 不断优化现有的流程、知识和技术

4. 努力融入外部创新合作网络,减少交易成本

　 　 (四)变量校准

fsQCA 校准是将所有变量的数值都转换为 0~1 区间的模糊值,并赋予案例归属度,使其转化成集合的数据

处理过程[6] 。 遵循主流 QCA 研究,本文使用客观分位数值的方式确定 3 个定性锚点的位置[43] ,即结合实际数

据分布情况确定人工智能产业 fsQCA 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 3 个校准点,依次设定为样本数据的

90%分位数、均值以及 10%分位数,如表 4 所示。 制度环境为虚拟变量,且原始值为 0 或 1,因而沿用此数据不

做校准处理。

表 4　 人工智能产业校准

变量名称
阈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技术创新 0. 232
 

7 0. 136
 

4 0. 045
 

6

治理机制 0. 159
 

0 0. 054
 

9 0. 000
 

0

资源能力 0. 146
 

6 0. 044
 

3 0. 012
 

9

市场机会 0. 351
 

9 0. 065
 

8 0. 015
 

0

价值网络 0. 742
 

1 0. 371
 

1 0. 144
 

5

颠覆型 BMI 3. 550
 

0 3. 305
 

7 2. 950
 

0

完善型 BMI 3. 572
 

0 3. 380
 

2 3.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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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采用软件 R 的 NCA 包进行必要条件分析。 在 NCA 中,效应量( effect
 

size) 也叫瓶颈水平( bottleneck
 

level),表示前因条件对结果的必要程度。 一般而言,效应量大小的通用基准:0 <d< 0. 1 为小效应,0. 1≤
d<0. 3 为中效应,0. 3≤d<0. 5 为大效应,d≥0. 5 为非常大效应。 依据变量的不同类型,NCA 方法提供上限

回归(ceiling
 

regression,CR)和上限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CE)技术,并生成对应的效应量[30] 。
表 5 报告了 CR 和 CE 两种估计方法得出的效应量。 综合来看,在颠覆型 BMI 中,技术创新(d =

0. 008;d=0. 015)、治理机制(d=0. 001;d=0. 002)、资源能力(d=0. 007;d=0. 015)、市场机会(d= 0. 004;d= 0. 009)和
价值网络(d=0. 002;d= 0. 003)的效应量过小(d<0. 1),且均未通过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P<0. 05),即不显

著,表明这 5 个要素都不是颠覆型 BMI 的必要条件。 制度环境(d = 0. 313;d = 0. 626)的效应量较高,但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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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也不是颠覆型 BMI 的必要条件。

表 5　 颠覆型 BMI 的 NCA 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 %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 值

技术创新 CR 100 0. 007 0. 97 0. 008 0. 505

CE 100 0. 015 0. 97 0. 015 0. 406

治理机制 CR 100 0. 000 0. 94 0. 001 0. 309

CE 100 0. 002 0. 94 0. 002 0. 306

资源能力 CR 100 0. 007 0. 98 0. 007 0. 667

CE 100 0. 015 0. 98 0. 015 0. 656

市场机会 CR 100 0. 004 0. 97 0. 004 0. 700

CE 100 0. 009 0. 97 0. 009 0. 694

制度环境 CR 100 0. 310 0. 99 0. 313 0. 175

CE 100 0. 620 0. 99 0. 626 0. 175

价值网络 CR 100 0. 001 0. 95 0. 002 0. 877

CE 100 0. 003 0. 95 0. 003 0. 870

　 　 注:条件值是校准后模糊集隶属度值;NCA 分析中的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重抽次数= 10
 

000)。

表 6 进一步报告了颠覆型 BMI 的瓶颈分析结果。 瓶颈水平(%)表示为达到结果的某一水平(最大观测

范围),前因变量需要满足的水平值(最大观测范围)。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颠覆型 BMI 水平达到 40%时,制
度环境最先达到瓶颈水平。 要达到 100%颠覆型 BMI 水平,需要 30. 6%水平的技术创新、4. 2%水平的治理

机制、29. 3%水平的资源能力、17. 3%水平的市场机会和 6. 2%水平的价值网络。

表 6　 颠覆型 BMI 的 NCA 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颠覆型 BMI 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 资源能力 市场机会 制度环境 价值网络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4. 2 NN

50 NN NN NN NN 20. 2 NN

60 NN NN NN NN 36. 1 NN

70 NN NN NN NN 52. 1 NN

80 NN NN NN NN 68. 1 NN

90 NN NN NN NN 84. 0 NN

100 30. 6 4. 2 29. 3 17. 3 NA 6. 2

　 　 注:CR 方法中,NN 表示不必要,NA 表示不适用。 后表同。

如表 7 所示,在完善型 BMI 中,技术创新、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价值网络的效应量过小(d<0. 1),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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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显著,说明这 5 个要素都不是完善型 BMI 的必要条件。 制度环境效应量较高,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也

不是完善型 BMI 的必要条件。

表 7　 完善型 BMI 的 NCA 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 %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P 值

技术创新 CR 100 0. 008 0. 970 0. 008 0. 465

CE 100 0. 006 0. 970 0. 006 0. 601

治理机制 CR 100 0. 003 0. 940 0. 004 0. 148

CE 100 0. 007 0. 940 0. 007 0. 117

资源能力 CR 100 0. 000 0. 980 0. 000 1. 000

CE 100 0. 000 0. 980 0. 000 1. 000

市场机会 CR 100 0. 000 0. 970 0. 000 1. 000

CE 100 0. 000 0. 970 0. 000 1. 000

制度环境 CR 100 0. 450 0. 990 0. 455 0. 096

CE 100 0. 900 0. 990 0. 909 0. 096

价值网络 CR 100 0. 000 0. 950 0. 000 1. 000

CE 100 0. 000 0. 950 0. 000 1. 000

在表 8 中,当完善型 BMI 水平达到 10%时,制度环境最先达到瓶颈水平。 要达到 100%完善型 BMI 水

平,需要 19. 4%水平的技术创新、70. 5%水平的治理机制。

表 8　 完善型 BMI 的 NCA 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颠覆型 BMI 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 资源能力 市场机会 制度环境 价值网络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1 NN

20 NN NN NN NN 12 NN

30 NN NN NN NN 23 NN

40 NN NN NN NN 34 NN

50 NN NN NN NN 45 NN

60 NN NN NN NN 56 NN

70 NN NN NN NN 67 NN

80 NN NN NN NN 78 NN

90 NN NN NN NN 89 NN

100 19. 4 70. 5 NN NN NA NN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进行必要性检验,如表 9 所示。 在颠覆型或完善型 BMI 中,制度环境一

致率大于 0. 9 或接近 0. 9,通过了一致率检验。 结合 NCA 的计算结果,本文认为制度环境是颠覆型或完善型

BMI 的必要条件。 其他前因变量的一致率普遍较低,均未超过 0. 9,即均未通过一致率检验,并不构成结果

变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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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fsQCA 方法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颠覆型 BMI 完善型 BMI

高水平 低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技术创新 0. 506
 

8 0. 586
 

6 0. 517
 

0 0. 536
 

5

~技术创新 0. 670
 

1 0. 607
 

5 0. 633
 

7 0. 611
 

1

治理机制 0. 447
 

3 0. 378
 

7 0. 478
 

3 0. 331
 

3

~治理机制 0. 707
 

3 0. 790
 

9 0. 663
 

8 0. 807
 

8

资源能力 0. 635
 

7 0. 580
 

6 0. 565
 

0 0. 605
 

4

~资源能力 0. 589
 

3 0. 666
 

3 0. 624
 

5 0. 580
 

0

市场机会 0. 625
 

3 0. 593
 

2 0. 577
 

1 0. 591
 

9

~市场机会 0. 596
 

9 0. 650
 

7 0. 606
 

6 0. 587
 

9

制度环境 0. 967
 

8 0. 915
 

5 0. 993
 

6 0. 893
 

2

~制度环境 0. 032
 

2 0. 084
 

5 0. 006
 

4 0. 106
 

8

价值网络 0. 492
 

6 0. 551
 

2 0. 479
 

5 0. 509
 

9

~价值网络 0. 705
 

1 0. 665
 

7 0. 677
 

6 0.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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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组态分析

QCA 提供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计算结果的表达形式。 相比复杂解,中间解形式一般更为简单;

相比简约解,中间解只纳入容易的反事实假设,因而结论更为可靠。 按照研究惯例,计算结果报告中间解并

同时考虑简约解,若中间解的某一个路径包含简约解的其中一个路径,那么这个简约解路径中所包含的条件

都是核心条件,外围条件则是中间解该条路径扣除核心条件所剩余的条件。 QCA 一般要求解的一致率大于

0. 8,即解的可信度能够接受;各个路径的一致率大于 0. 8,即各个路径的可信度能够接受。

1. 高水平 BMI 路径

本文使用软件 fsQCA
 

3. 0 处理人工智能产业数据,通过真值表算法(truth
 

table
 

algorithm),并使用删除与

编码操作,将颠覆型 BMI 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 1 和 0. 8,完善型 BMI 案例频数阈值和

原始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 1 和 0. 85,最终输出一致率大于 0. 8 的中间解,如表 10 所示。 高水平颠覆型和

完善型 BMI 最终输出 6 条路径,总体解的一致率大于 0. 8,说明 6 种组态的集合对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度;同时,6 条子路径的一致率均大于 0. 8,说明所有路径均通过 QCA 检验。

表 10　 高水平 BMI 路径

条件
高水平颠覆型 BMI 组态 高水平完善型 BMI 组态

H1 H2 H3 H4 T1 T2

技术创新 􀱋 ● 􀱋 ● ●

治理机制 ● ● ● 􀱋

资源能力 • ● ● 􀱋 • 􀱋

市场机会 ● • • 􀱋 • •

制度环境 • • ● ● • •

21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5 期)

表10(续)

条件
高水平颠覆型 BMI 组态 高水平完善型 BMI 组态

H1 H2 H3 H4 T1 T2

价值网络 􀱋 ● 􀱋 ●

原始覆盖率 0. 31 0. 29 0. 26 0. 16 0. 28 0. 16

独特覆盖率 0. 09 0. 14 0. 06 0. 06 0. 17 0. 05

一致率 0. 84 0. 86 0. 84 0. 87 0. 92 0. 85

解的覆盖率 0. 59 0. 33

解的一致率 0. 85 0. 88

　 　 注:• / ●表示条件值为 1(发生 / 强 / 高水平),􀱋 / 􀱋表示条件值为 0(未发生 / 弱 / 低水平)。 ●或者􀱋表示核心条件,即可完整地构成某一

个简约解的路径;•或者􀱋表示外围条件。 空白表示“无关”的情况,即其值为 0 或 1(强或弱)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表 12 同。

(1)强治理机制高市场机会型。 路径 H1 的表达式为“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度环境”,即人

工智能企业在强治理机制和高市场机会为核心条件、强资源能力和强制度环境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实现高水平颠覆型 BMI。 强治理机制是一种制衡程度较大的管理方式,激励、约束和监督高管团队的强度较

大。 因此,强治理机制有助于调动管理者的创新能动性,打破组织惯性,促进高管团队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交

流。 同时,该机制利用高市场机会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深层需求,赢得大众对其价值创造活

动的认同,从而颠覆主流商业模式。
(2)强资源能力型。 路径 H2 的表达式为“ ~ 技术创新×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度环境× ~ 价值网络”。

该条路径的独特覆盖率为 14%,即高水平颠覆型 BMI 的企业中有 14%选择这条路径,直观体现了该组态的

重要程度。 强资源能力有助于企业开拓交易边界、扩展合作伙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 企业颠覆

型 BMI 需要摒弃现有商业模式或组合运行新旧商业模式,而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决定其能否基于现有商业模

式发展新商业模式。 基于市场机会,企业应了解顾客的潜在需求,在资源能力联动下,迅速对自身商业模式

进行颠覆。 强资源能力能够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赢得利益相关者支持,即使在其他条件并不完备的情况下,
如技术创新水平低,企业也能完成颠覆型 BMI。

(3)完备型。 路径 H3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度环境×价值网络”。 其中,技术

创新、资源能力、市场机会、价值网络均为核心条件。 颠覆型 BMI 往往伴随着颠覆型技术创新,颠覆型技术

能够为市场带来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价值主张,并驱动企业识别关键资源,从而变革商业模式。 良好的制

度环境和市场机会能够帮助企业提高交易效率,节约试错成本,实现高水平颠覆型 BMI。
(4)弱价值网络强治理机制型。 路径 H4 的表达式为“ ~技术创新×治理机制× ~ 资源能力× ~ 市场机会×

制度环境× ~价值网络”。 良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为企业提供大量优秀人才,并激励员工创新,同时使企业内部

组织成员目标一致,避免企业出现方向性偏差或错误。 企业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已经建立起与其业务相

配套的价值网络,但强关联的合作伙伴为了平衡成本和收益结构,反而会阻碍企业采取破坏性技术。 因此,
在弱价值网络和强治理情境下,作为一项非技术创新,商业模式本身也可以实现颠覆型创新。

(5)高技术创新强治理机制型。 路径 T1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度

环境”,核心条件为高技术创新和强治理机制。 在高技术创新和强治理机制情境下,企业运营初期会通过解

读和捕捉政策确立初始价值主张,然后再依据自身资源构建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板块。 该路径下的企业价

值主张未发生重大改变,同时,良好的治理机制提高了创新效率,调整和完善了企业现有的交易结构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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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使企业能够有效地进行试错,从而实现高水平完善型 BMI。
(6)高技术创新强价值网络型。 路径 T2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 ~ 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

度环境×价值网络”,核心条件为高技术创新、强价值网络和弱资源能力。 商业模式具有跨边界的性质,如果

将技术创新与焦点组织外部的元素和参与者联系起来,就可以发掘社会网络的特殊潜力。 这些联系可以促

使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加入组织,进一步巩固新技术,并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真正的商业模式创新[44] 。 技术创

新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是一个高成本且风险较大的活动,在资源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企业难以进行诸如

开辟新市场、扩展目标客户等颠覆型 BMI 活动,因而会选择进行完善型 BMI。
本文重新绘制了高水平 BMI 的 6 条路径(见图 2) ,以便得到更为清晰的结论。 从图中可以看出,良

好的制度环境在每条路径中均存在,说明其是高水平 BMI 的必要条件。 新商业模式设计的可行性部分取

决于其符合重要法律、技术和行业规范的程度,即制度环境会影响 BMI 设计的可行性,以及 BMI 实践的

具体执行方式。 此外,市场机会和资源能力等因素也会影响 BMI 设计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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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水平 BMI 路径

　 　 注:实线椭圆代表条件存在,虚线椭圆代表条件不存在,如果一个条件与组态无关,则不显示椭圆,字体加粗表示核心条件。

基于核心条件和内外部驱动因素的差异,6 条路径可再次被划分为内因主导型、外因引导型和联合驱动型。
本文结合典型案例的定性资料进一步详细分析高水平 BMI 组态的三种驱动类型(见表 11)。 (1)内因主导型。
高资源能力、高治理机制和强技术创新等内部驱动因素发挥主导作用,价值网络、市场机会和制度环境等外

部驱动因素可存在、可不存在,是一种自内向外的创新。 在高水平颠覆型 BMI 路径中,路径 H2 和路径 H4
是内因主导型;在高水平完善型 BMI 路径中,路径 T1 是内因主导型。 典型案例包括 A12(海康威视)和 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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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零),如海康威视凭借扎实深厚的研发资源和智能感知能力,不断扩展碎片化 AI 应用市场;三六零通

过持续技术创新,将领先的核心安全技术赋能于“大安全”领域。 (2)外因引导型。 外因引导型涉及利用市

场机会引导开发新产品 / 新服务,资源能力、技术创新等内部驱动因素发挥辅助作用,由外向内进行引导式

创新。 在高水平颠覆型 BMI 路径中,路径 H1 是外因引导型,高市场机会发挥引导作用,激励企业完善治理

机制,如科大讯飞(A8)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AI+办公”场景,开发新产品。 (3)联合驱动型,联合驱动型

主要依赖于新技术、资源能力、制度环境和价值网络的联动作用。 在高水平颠覆型 BMI 路径中,路径 H3 是

联合驱动型;在高水平完善型 BMI 路径中,路径 T2 是联合驱动型。 典型案例包括 A20(拓尔思)和 A24(全

志科技),如拓尔思以语义智能为技术主线,充分挖掘和整合资源,构建价值网络;全志科技坚持自主研发关

键核心技术,稳固客户和供应商。

表 11　 实现高水平 BMI 组态的定性比较

驱动类型
高水平颠覆型 BMI 高水平完善型 BMI

内因主导型 外因引导型 联合驱动型 内因主导型 联合驱动型

组态 H2:~技术创新×资源

能力× ~价值网络

H4:治理机制× ~ 价值

网络

H1:市场机会 × 治理

机制

H3:技术创新×资源能

力 × 制度环境 × 价值

网络

T1:技术创新 × 治理

机制

T2:技术创新× ~ 资源

能力×价值网络

驱动机制 引进和利用资源发展

新商业模式;良好的治

理机制支撑 BMI 实践

市场机会引导开发新

产品 / 新服务

利用新技术和资源,
同时依赖制度环境和

价值网络

开发和利用新技术进

行完善型创新

开发和引进新技术,
同时构建价值网络

典型案例 A12,A5,A7,A18 A33,A8,A25 A20,A27,A29 A33,A25,A8 A24

定性证据 海康威视凭借扎实深

厚的研发资源和智能

感知能力, 不断扩展

碎片化 AI 应用市场

科大讯飞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围绕“ AI +办

公”场景,开发新产品

拓尔思以语义智能为

技术主线,充分挖掘和

整合资源, 构建价值

网络

三六零通过持续技术

创新, 将领先的核心

安全技术赋能于 “ 大

安全”领域

全志科技坚持自主研

发关键核心技术, 稳

固客户和供应商

2. 低水平 BMI 路径

本文使用软件 fsQCA
 

3. 0,通过真值表算法,并使用删除与编码操作,将颠覆型 BMI 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

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 1 和 0. 85,完善型 BMI 案例频数阈值和原始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 1 和 0. 9,最终输出一

致率大于 0. 8 的中间解(见表 12)。 低水平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最终输出 6 条路径,总体解的一致率大于 0. 8,
并且 6 条子路径的一致率均大于 0. 8,说明所有路径均通过 QCA 检验。

表 12　 低水平 BMI 路径

条件
低水平颠覆型 BMI 组态 低水平完善型 BMI 组态

L1a L1b L2 L3 S1a S1b

技术创新 ● ● • 􀱋 • •

治理机制 􀱋 􀱋 􀱋 ● 􀱋 􀱋

资源能力 • 􀱋 􀱋 􀱋 •

市场机会 • • • 􀱋 • •

制度环境 ● 􀱋 ● 􀱋 􀱋

价值网络 ● ● 􀱋 ● 􀱋 •

51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5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5, 2023)

表12(续)

条件
低水平颠覆型 BMI 组态 低水平完善型 BMI 组态

L1a L1b L2 L3 S1a S1b

原始覆盖率 0. 27 0. 24 0. 05 0. 18 0. 05 0. 04

独特覆盖率 0. 02 0. 02 0. 03 0. 10 0. 03 0. 02

一致率 0. 87 0. 85 1. 00 0. 86 1. 00 1. 00

解的覆盖率 0. 42 0. 07

解的一致率 0. 88 1. 00

(1)弱治理机制型。 路径 L1a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 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价值网络”,路
径 L1b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市场机会×制度环境×价值网络”,两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均包括

“高技术创新×弱治理机制×强价值网络”。 与企业具有强关联关系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大客户可能会抑制企

业进行颠覆型 BMI。 具体而言,企业因为组织惯性会不断升级、优化现有技术、产品和流程,以不断响应和满

足现有客户的需求,但这也会制约企业开辟新市场。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和资源匮乏的环境中,盲目进行技

术创新反而会耗费过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可能由于研发失败或项目不成功而陷入财务危机。 如果企

业治理机制不完善,就更难以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创新过程,进而不能及时改进价值创造过程,导致低水平颠

覆型 BMI。
(2)弱制度环境型。 路径 L2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 ~资源能力×市场机会× ~制度环境× ~

价值网络”。 从制度视角出发,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形成有着强烈影响。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

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中,企业为保持竞争力,需要不断改变其商业模式,适当调整及转变其经营方式。 当制度

环境不稳定时,企业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容易受到挑战,进而增加企业的沟通和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经营效

率,从而引致低水平颠覆型 BMI。 路径 S1a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 ~资源能力×市场机会× ~ 制

度环境× ~价值网络”,路径 S1b 的表达式为“技术创新× ~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 ~ 制度环境×价值

网络”。 两条路径的核心条件均包括弱制度环境,即制度环境不稳定是造成低水平完善型 BMI 的主要原因,
因此完善型 BMI 需要一个强制度环境来约束企业的生产、交换及分配活动。 当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

作关系较弱时,为了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企业一般会采取完善型 BMI,对现有产品和服务进行完善、重组和

调整以满足客户需求。 此外,商业模式无论何时都需要具备合法性,即获得政府和社会认可。 当企业处在

一个不稳定的制度环境时,其商业模式合法性会随时受到挑战,此时如果再缺乏行业中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认可和支持(如 S1a),那么企业就难以顺利实现完善型 BMI。
(3)弱资源能力型。 路径 L3 的表达式为“ ~技术创新×治理机制× ~ 资源能力× ~ 市场机会×制度环境×

价值网络”,核心条件为“强治理机制×弱资源能力×强价值网络”。 有价值的、稀有的、难以模仿的、不可交易

的资源赋予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企业商业模式的调整和重塑与企业动态能力及其重新配置资

源的能力密切相关。 此外,捕获和使用内外部资源的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改变当前商业模式以捕获更多价

值的新思路[45] 。 因此,弱资源能力会抑制企业进行颠覆型 BMI。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35 家人工智能产业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 NCA 和 fsQCA 方法,识别出制度环境是颠覆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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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型 BMI 的必要条件,并求解出 4 条路径引致高水平颠覆型 BMI、2 条路径引致高水平完善型 BMI、4 条路

径引致低水平颠覆型 BMI、2 条路径引致低水平完善型 BMI。 全部解、路径的一致率均达到 80%,计算结果

可靠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基于整体视角,比较上述 12 条路径,至少可以获得五个重要发现:( 1)高技术创新在完善型 BMI 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却更可能引致低水平颠覆型 BMI。 高技术创新在高水平完善型 BMI 路径中作为核心条

件,而在高水平颠覆型 BMI 路径中可能不存在。 (2)完善型 BMI 依赖于高技术创新和高市场机会。 高技

术创新和高市场机会出现在高水平完善型 BMI 和低水平完善型 BMI 的每条路径中。 (3)颠覆型和完善

型 BMI 可由相同前因组态引致。 “技术创新× ~ 治理机制× ~ 资源能力×市场机会× ~ 制度环境× ~ 价值网

络”这条路径既可以引致低水平颠覆型 BMI 又可以引致低水平完善型 BMI,即相同条件组合可能引致不

同类型的 BMI。 同时,相似的前因组态也可能导致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的结果存在差异。 路径 L1a“技

术创新× ~ 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价值网络”和路径 T2“技术创新× ~ 治理机制× ~ 资源能力×市

场机会×制度环境×价值网络”的正向核心条件均包括“技术创新×价值网络” ,但路径 L1a 引致低水平颠

覆型 BMI,路径 T2 引致高水平完善型 BMI,这说明 BMI 结果取决于差异化模式选择,相同前因组态受企

业不同战略选择的影响而导致企业 BMI 的结果不同。 (4)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引致高水平 BMI 不可或缺

的条件。 良好的制度环境在高水平 BMI 的每条路径中均存在,弱制度环境只在路径覆盖率最低的低水平

BMI 路径中出现。 企业为增强环境适应性需要获得合法性,即将制度规范嵌入企业的正式结构,得到利

益相关者认可,促进特定商业模式扩展、创新。 随着特定商业模式的发展,其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力不断

增大,此时良好的制度环境还会引导和规范商业模式的成长。 (5)驱动因素的匹配关系和差异化模式选

择是决定 BMI 结果的关键,且因素间存在替代关系。 BMI 结果并非由单一条件决定,而是依赖于不同条

件之间的组合特征,即组态不同,BMI 驱动因素产生的效果不同。 综上,不同类型 BMI 存在冲突关系,相
同前因组态受企业战略目标的影响而导致企业的 BMI 结果不同,即可能会引致低水平颠覆型 BMI,也可

能会引致高水平完善型 BMI。

　 　 (二)管理启示

BMI 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性工程。 尽管本文聚焦于人工智能产业,但 BMI 类型与多元路径选择策

略,对其他领域的公司也具有重要启示与实际指导意义。
(1)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 BMI 类型和路径。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依据

自身优势与目标,在自我可控制的范围内,提升内部技术创新水平,选择与目标结果相匹配的 BMI 类型。 例

如,颠覆型 BMI 在于先发优势,通过自身的探索颠覆主流市场,重塑商业逻辑,确立新市场规则;而完善型

BMI 在于后动优势,通过对颠覆者确立新市场后的战略决策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并利用自身的互补性资

产,快速模仿现有新型技术,完善交易机制,从而获得企业的发展空间。
(2)多管齐下,系统推进 BMI 实践。 企业应科学组合内外部驱动因素,将技术和动态能力等其他因素结

合,更熟练地对市场机会作出反应,增强市场感知和与客户的联系,整合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扩展企业

网络边界,选择特定类型 BMI 的最优路径,从而实现 BMI。
(3)未雨绸缪,提升 BMI 的动态能力。 商业环境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企业应积极感知外部价值网

络、市场机会和制度环境的变化,捕获创业机会和重新配置商业模式,并依据业务战略调整来不断满足顾客

的需求。 在持续、非线性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塑造动态能力是企业商业模式成长、修正和优化的关键,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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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维持和增强资源能力以及塑造核心竞争力的手段。

　 　 (三)理论贡献、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基于 NCA 和 fsQCA 方法求解出引致高水平或低水平人工智能企业颠覆型 BMI 和完善型 BMI 的多

元前因组合,在理论层面深入探究不同 BMI 类型的多元驱动因素和路径。 其理论贡献在于:(1)将 NCA 和

fsQCA 方法引入 BMI 研究,深化了技术创新、治理机制、资源能力、市场机会、制度环境和价值网络等因素在

BMI 差异化研究中的解释力度,丰富了 BMI 前因研究;(2)基于组态分析视角,发现 BMI 驱动因素的影响效

应各不相同,并存在多种替代关系,但制度环境是必要条件;(3)对比了高水平或低水平颠覆型和完善型

BMI 存在的 12 条路径,指出在企业内外部要素条件存在差异的情境下,企业设定的 BMI 目标以及采用的路

径应有所区别,拓展了 BMI 类型学和策略研究。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BMI 驱动因素的提炼和测量方式存在优化的可能。 未来可采用 Meta
分析等方法更为客观地提炼 BMI 的前因。 第二,BMI 类型的测量需要进一步完善。 本文通过量表打分测量

BMI 类型,虽然采用专家打分法,并进行三角验证,但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可开发相关量表。 第

三,样本种类不足。 本文只选取人工智能产业,未来研究可以选择多个行业进行路径比较。 第四,还存在一

些路径有待发现。 例如,本文仅找到实现高水平颠覆型创新的企业中存在的 59%的路径,实现低水平颠覆

型创新的企业中存在的 42%的路径,那么还有 41%的企业是如何实现高水平 BMI 的? 58%的企业是如何导

致低水平 BMI 的? 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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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commercialization
 

logic
 

and
 

mechan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rn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 s
 

economic
 

structure.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nd
 

conditions,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goals
 

and
 

paths
 

should
 

be
 

differ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35
 

lis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anies,
 

this
 

paper
 

uses
 

the
 

mixed
 

method
 

of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 NCA)
 

and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fsQCA)
 

to
 

explore
 

multiple
 

antecedent
 

combinations
 

of
 

disruptive
 

and
 

per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all
 

five
 

defined
 

antecedents
 

are
 

optional
 

for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high
 

effect
 

but
 

fails
 

to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indicating
 

the
 

unnecessity
 

of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irst
 

reached
 

the
 

bottleneck
 

when
 

the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level
 

reached
 

40%.
 

After
 

calculating
 

combinations
 

of
 

antecedents
 

that
 

lead
 

to
 

different
 

level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high-level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cluding
 

endogenous-led,
 

exogenous-directed,
 

and
 

joint-driven.
 

Moreover,
 

endogenous-led
 

and
 

joint-driven
 

are
 

two
 

types
 

of
 

high-level
 

per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2)
 

Excell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indispensable
 

for
 

high-leve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3)
 

Lack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ore
 

likely
 

to
 

lead
 

to
 

high-level
 

disrup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high-tech
 

innovation
 

plays
 

a
 

key
 

role
 

in
 

per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 4)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of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choice
 

of
 

differentiated
 

models
 

ar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actors.

The
 

findings
 

enrich
 

the
 

antecedents
 

and
 

type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provide
 

a
 

configur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for
 

choosing
 

disruptive
 

or
 

perfec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lthoug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findings
 

have
 

cer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choice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paths
 

for
 

enterprises
 

in
 

other
 

fields
 

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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